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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型构*

———1949 － 1954 年居委会档案研究

毛 丹

提要:城市基层社会是 1949 年后中国社会的独特样态之一，国家视之为
基层政权辖下的居民区群众及其生活生产。分析 1949 － 1954 年的历史档案
可以发现，城市基层社会始于国家型构街居制，有三种机制共同发生了作用，

即国家迫近和组织社区的机制、社区的配合机制和社区的自我维持机制。三
种机制并存，基本上规定了此后城市基层社会的运行方向、基本特征以及改
革所需要解决的主要命题。
关键词:城市基层社会 居民区 国家机制 社区配合机制 社区自我

维持机制

20 世纪 50 年代定型的街道与居委会制、群团制、单位制、户籍制、
工厂制以及农村的集体化与人民公社制，共同从组织、社区、社群各个
层面重新架构了中国社会，并且形塑了两个独特的社会样态: 一个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学界所讨论的单位制社会或单位化社会，另一个是
在国家政治语言中被长期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被清楚感知的基层
社会。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社会主要是由单位化社会和基层社会构成。
前者是由党政机关、原企事业单位管理的人群。后者则是单位管理之
外、由城市居委会和农村村社管理的人群，其中，城市基层社会主要由
街居制支撑和约束，管理党政机关、企事业等单位之外的人群。城市基
层社会在体量上比单位制社会要大。例如，在 1953 年 1 月的上海，由
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管辖的人员约占居民总数的 39. 2% ; 在里弄参
加居委会组织的活动者、主要在里弄生活但不参加活动者( 老人、儿童
等) 各占 32. 9%和 27. 9%，后两类人员相加占 60. 8% ( 中国社区展示
中心编，2011，1: 53① ) 。不仅如此，城市基层社会的发生、运行方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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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单位制社会有很大不同。

一、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

基层社会现在用于指代城乡社区，但在过去，城市基层社会一直指

代的是街居制下的居委会辖区。1949 年以后，“基层社会”既是独特的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安排，也是一个独特的国家术语。它不同于
“底层社会”、“草根社会”等通俗概念或术语，后者主要是在社会地位
高低意义上来使用，指代与社会上层、精英阶层相对的社会下层，或远
离政府、决策者的平民群体与民间组织等。它也不同于作为语词的
“社会基层”，后者大致表示家庭之上、最基本的社会层次。而社会学
通常更倾向于用首属 /初级群体、次属 /次级群体、非正式群体与正式群
体等概念来区分自下而上不同性质、规模和功能的社会群体;或者直接
使用社区来指代既包含了家庭、邻里等初级群体，又包含着次级群体和
正式组织的聚居共同体。1949 年后，我国以“基层社会”指代居委会 /
社区，其含义不仅在于确定它是“社会基层”，更是在于把它归于基层
政权管辖之下。
新政权大规模构建城市基层社会的实践自 1949 年即已开始，不过

关于基层社会的表述要略迟几年。1956 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八
次代表大会上使用“社会生活”一词，用以区分“党的生活”( 邓小平，
2013 /1956) 。刘少奇则进一步对“社会生活”与“社会生产”进行了区
分( 刘少奇，2013 /1956) 。1959 年，刘少奇又就人民公社做出表述:“人
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在我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也将是一种

适当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在组织生产的同时又组织生活，实现国
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机构和公社的管理机构合一”( 刘少奇，1959 ) 。
他的表述显现了新的农村基层社会随着基层政权进入而生成的特征。
由此，城市基层社会逐渐被视为街道和居委会所管辖的城市居民区群

众的生产生活领域，主要管理的是里弄中无单位的一般居民( 家庭妇

女、摊贩、商人、自由职业者、无业人员以及失业人员等) 群体及其生产
生活。
城市基层社会具有两大鲜明特性。其一，把以往的居委会辖区、现

在的城市社区视为基层社会，以说明社区之下再无别的基础性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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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层次，但其重点是强调基层社会所对应的是基层政权，处于后者的直

接管理之下。这反映了我国社会管理的传统，即政府直管社会，深度进
驻社区，用类社区化把单位外的人员组织管理起来，置于基层党政直

接、主动管理的范围内。其二，党的基层组织在哪里，基层就在哪里。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支部。支部在 1949 － 1954 年设在街道并指导居民
区工作，改革后也一直设在居民区 /社区，居民区 /社区就是基层社会。
所以，基层社会体现了党领导社会的特征。就研究价值而言，要理解
1949 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就不能不深入研究基层社会。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街居制、建设新型社区被提上实践与研究的议程，近年来国家数次
更新城市社区建设目标，目前确定为建设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
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并且明确采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居民参
与、社会协同的路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健全组织体系、设置正式
制度、增加服务内容、增加政府资金支持、迈向城乡衔接等环节而言，我
国的社区建设成就可观。但是，居民参与弱于政府推动，社区一般基础
功能未充分恢复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这与习惯沿用办基层社会的办
法建设城市社区有关。因此，要理解当今城市社会及其转型发展，也需
要特别理解和研究城市基层社会。
当前，关于基层社会的研究比较薄弱。研究者们已意识到，新中国

成立初期形构的城乡基层社会以及新时期实行社区制后的城乡社区是

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切入点( 朱健刚，1997;何海兵，2003; 张济
顺，2004;李友梅，2003) ，但是关于基层社会的界定一直比较模糊。而
有关城市基层社会的研究则一般是强调它是 1949 年后国家在重组社
会过程中实施街居制( 王金豹，1982) 的结果，是单位制社会的补充;国
家意图是将庞杂混乱而异质的城市社会改造成为高度实现国家意志的

社会( 郭圣莉，2005，2007;华伟，2000; 黄宗智，1986; 张静，1998 ) ，通过
街居制构建城市基层社会，是彻底瓦解旧式社会精英和权力结构的重

要组成部分;就实施结果而言，街居制为当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计
划经济体制的实施和整个社会秩序整合提供了保证，同时也促成了所

谓的“总体性社会”，社会秩序的状况完全依赖于国家控制的力度( 鞠
正江，2009) 。这些研究把城市基层社会的形成首先归因于国家实施
街居制，这并无不妥，但是街居制和基层社会不一定是单位制和单位化

社会的简单补充。研究认为，实施街居制的最重大结果不是国家通过
居委会管住了社会所有人的所有生活，而是改变了历史上政府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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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组织在“基层”长期并行的格局，使之归并在国家主导基层组织这
一条线。就此而言，依托街居制而形成的基层社会是史无前例的，它包
括了远为精细和复杂的思虑、设计和实现机制。所谓复杂机制，首先是
新政权运用国家机器实现社会统合，具体设置了指令下达、基层政权、
临时工作组、积极分子、考核与控制性奖励、简化法律并双向赋予政府
与居委会更多自由裁量权等“装置”，最后成效标准则看是否低成本或
无成本、高稳定地控制和管理了基层社会，等等。所以，基层社会包含
着新政权管理社会的全套实验方案，需要进行更细致的研究。
在既有研究中，有两项提到“基层社会”的个案研究值得特别关

注。一项是朱健刚以吴街为个案所做的 1949 年至 20 世纪末期上海的
街区、基层变迁过程研究。他描述新政权攻克上海后“新的国家权力
对基层社会的渗透是基于四种策略”，即镇压反政府的地方性力量( 如
帮会) 、社区救济和改造、大规模社会动员以及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组织
网络来使权力运作到基层等( 朱健刚，2003 ) 。从批评的角度说，朱文
的“基层社会”主要是泛指，没有注意到“基层社会”对应的是基层政
权。而在本文看来，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基层社会并不是新中国成
立之前的一般社会形式。另一项更值得重视的是张济顺的史学研究。
张主要依据上海地方档案描述 1950 － 1955 年间上海街区、里弄中人群
及关系的复杂性，新政权通过建立、整顿居民委员会，突出其政治功能，
实现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张文认为新政权通过组织和
改造居委会成功实现了“基层社会的整顿”，“上海基层社会大量的无
组织的‘非单位人’由此而成为国家可以调控的政治力量，国家统合社
会之路开始畅通”( 张济顺，2004) 。张文对上海居委会的性质功能的
理解是准确的，对“基层社会”是管理上海“非单位人”方式的理解也是
基本准确的。但是，张文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 ( 1 ) 未有可靠资
料而暗示新中国建立前上海存在着旧式“基层社会”，也未说明所谓
“基层社会”是相对于什么“非基层社会”而言的，多少忽视了基层社会
是国家政权统合到街区、邻里关系层面后产生的独特社会现象; ( 2) 强
调国家通过居委会管住非单位人，“国家统合社会之路开始畅通”时，忽
视了基层社会并非铁板一块由国家完全掌控，至少在基层社会形成时期

并非如此; ( 3) 某些史料的利用、分析及其支持的研究结论不够准确，例
如，张文认为新政权对城市基层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安排的最初部署是

单位为主、里弄为辅，单位先行、里弄后续。这个结论缺乏史料支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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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低估了新政权从一开始就重视通过重建基层组织而建构城市基层社

会的特征。当然，张文运用档案研究基层社会的办法是极具启发性的。
笔者拟采取历史档案研究的方法重新理解中国基层社会，特别是

城市基层社会的发生和运行，主要集中研究了杭州市“中国社区展示
中心”完成的《中国城市街道与居民委员会档案史料选编》( 十卷) ，它
包括了从全国各地陆续征集到的 1949 － 2010 年的 1000 余份居委会档
案资料。本文先讨论 1949 － 1954 年形成的城市基层社会，提出几个初
步的研究结论。( 1) 关于基层社会的起源，作者认同基层社会首先是
由政治统合社会而成，国家实施街居制是基层社会形成的最大制度推

动力。所以，就基层社会形成的机制而言，国家一边的动因是建立强大
国家，并且形成一套相应的国家统合社会和社区的机制。但是，在社会
一边也存在着一个重要机制，即一般存在着社会配合国家的机制，特别

是一般存在着积极分子或新的社会经纪人及其作用过程。在新政权重
塑社会的过程中，发现、培养和聚集起来的新的居民积极分子起到了非
常关键的作用。没有这种社会配合机制，街居制难以执行，基层社会是
难以形成和运行的。( 2) 关于城市基层社会的运行，或者说它受街居
制支撑和约束的程度，作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制度从来都很难完

全刻板控制社会的每个角落，街居制等国家正式制度也未能完全控制

所有社区关系和规则，基层社会在运行中实际上保留了改革后社区社

会重新滋长的因子因素，这应该被解释为基层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社区

的自我保存机制。( 3) 与上述格局有关，并非街居制改成社区制就表
明基层社会消失。如同基层社会的形成是特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社区
表现，基层社会的改变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的社区表现，因此会受

到国家与社会关系更替机制的制约; 如果基层社会转型是从基层社会

转向更具自主运转能力和形态的常规社区，它一定是与国家对社会从

统合转向规制同步的，甚至是以此为前提的。

二、居委会与国家统合意图

1949 － 1954 年是中国街道居委会制度从尝试到定型的五年，国家
最终明晰了政权与居委会的关系要求、居委会与居民的关系要求。观
察这个过程，可以发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基本定性与期望，以及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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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形的基层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国家的逻辑和意图。

(一)启动阶段:战略上高度重视重建基层组织，策略上对保甲人员先

用后换

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产生于 1949 年 10 月的杭州市上城区，
同期在其他城区、其他城市建立的是居民小组。按照 1949 年 11 月杭
州市市长江华在“杭州市第三次各区局长联席会议”上的解释，建立居
委会的意图就是管理好城市人口，并且协助政府保护各种公共事业财

产等( 展示中心，2011，2: 41) 。成立居委会是杭州市政府的首创，但从
基本工作方向上说，它绝不是杭州市政府的灵机一动。管理好城市一
定要管理好城市人口，这在 1949 年年初的中共中央高层已经达成了共
识。早在 1948 年下半年解放军展开三大战役之时，中共中央已经开始
面临如何进驻和管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城市的问题。一旦进城，如
何组织、管理好城市居民区是其中重点议题之一。比较明确的认识是
国民党政权建立的保甲组织要定性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基层机构”，
必须废除;一时难以明确的是废除后怎么办。中共中央客观上有两种
选择。一种是从街( 以及城郊的乡) 到居民区等“基层”的管理，从内容
到形式一并全换，一进城立即实行民主建设，在工厂、学校、居民区都实
施民主普选制度，通过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建立基层政权。这与国共舆
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倡议的新民主主义主张相吻合，但是根据在东北、石
家庄等地不太成功的实践，中央对人民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这两方面

是否具备直接民主的条件没有把握。另一种是使用把政权机关拿在手
里进行改造的方式，一方面沿用基层政权、基层组织管理居民区的路
径，另一方面予以改造。1949 年 1 月，中央已经明确主张采取后一种
办法，并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保甲人员办法的指示》，提出策略
和具体办法，解放军在新解放的城市均实施了这个办法。
第一步:命令原保甲长“看守”原保甲，为派出街干部、居民组长替

代保甲长争取时间。
根据晋冀鲁豫的经验，中央指示建议，平津解放后按如下办法处理

保甲长:宣布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层机构，保长是国民党的

工具和帮凶;暂时利用保甲人员，除少数罪恶昭著的保长要逮捕之外，

一般的在短期内予以留用以维持居民区治安。程序分两步，首先由区
政府派员召集所有保长听训;然后再分区开群众大会，家家有人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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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令保甲人员全体到场，站立一旁，去掉他们昔日的威风”( 展示中
心，2011，1: 1) 。1949 年 1 月 6 日，彭真在良乡对准备进入北京城的各
区干部发表《掌握党的基本政策，做好入城后的工作》的讲话，专门重
申了中央关于处理保长的指令( 展示中心，2011，1: 4) 。就文件信息而
言，首先，这个指示中不很明确的是，虽然界定了保甲组织是国民党反

动政权的基层组织因而必须废除，但实际上并未取消保甲的形式框架，

对原来保甲地界未予变动。这样做除了沿袭居民的地界习惯外，多少
表明中共中央很重视政权的基层组织形式及其功能，但估计直接实行

基层民主有阶段性困难，暂时还没有做出相应的特别清楚的新安排。
其次，在基层组织重建方面，着重处理保长群体。指示和讲话明确的是
判定保甲长特别是保长普遍是国民党的爪牙、工具，要一边在政府和群
众面前灭了保长的威风，令之低头夹尾，一边暂时留用，利用他们熟悉

地界情况的条件，全力参加治安稳定工作，将功赎罪。这项指示不仅在
平津两市执行，而且确定了 1949 年解放军进驻的所有地区处理保甲问
题的总调子，包括在此前已解放的城市①( 展示中心，2011，1: 6) 。从中
央到各地显示出一致的判断与意图，即大军进城后做不到一个个联系

居民，必须通过基层组织;国民党建立的保甲作为基层组织不能依靠和

使用，但是新的基层组织暂无条件通过民主制度建立，只能暂时保存保

甲的壳;可派干部不够用，群众积极分子一时也无法成气候，所以对保

甲人员要让他边低头夹尾边留用赎罪。
第二步:训练街道工作干部和积极分子替换原保甲人员。
根据“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毛泽东，

1991 /1938) 的工作经验，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派出干部取代保甲
长。但是，接管城市后干部普遍不够用。各城市的保甲中，保一般设在
街道以下，新训练的干部数量最多只能派到街道一级，称为街干部。而
替代甲和甲长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担任居民小组

长。所以努力培养居民积极分子就成为当务之急。沈阳市在 1949 年
2 月提出草案，采取的办法是街长暂由政府委派，下设干事 4 － 6 人;然
后参照行政区划，划分 30 户为一居民组，设组长 1 人、副组长 2 人，干
部不担任居民组长，新的居民组不作为城市民主政权的一级组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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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街政权的细胞组织，但仍须慎重选择组长。首先要注重阶级路线，
即主要选举工人、店员、贫民军干属及某些劳苦贫民、革命知识分子和
自由职业者，同时也应适当照顾正当职业者的户口比例，如在商人区可

以选举部分商人充任组长或副组长。应当在干部与群众中明确宣布下
列几种人不能充任组长，即官僚资本家、逃亡地主、旧统治的余孽，无正
当职业者，来历不清政治面目不明者。旧甲长中个别成分好，没有或很
少做过坏事，解放后表现积极，而又为群众拥护者，也可以当选为新的

组长，但一般的旧保甲长，应在群众中解职，并宣布在一定时期内不能

担任街组中的工作”( 展示中心，2011，1: 6 － 7) 。其他城市的新政府也
有类似行动，例如，1949 年 3 月，《北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废除伪保甲制
度建立街乡政府初步草案》提出培养积极分子的办法，甚至提出从中选
拔合适者补充到街、镇担任基层政权干部( 展示中心，2011，1: 8 －9) 。

(二) 1949 年 6 月后的调整:工作重心与权力上移市政府，收回跨到居
民区的腿

1949 年 6 月前，在不设保甲长但是保持基层组织这个工作理念上
没有分歧，但是北方大城市在接管过程中却遇到两大问题。其一，迅速
形成积极分子队伍并不容易，所以，一些城市利用保甲的时间较长，废

除保甲进度不快( 展示中心，2011，1: 19 － 20) 。其二，更重要的是开始
出现“路线分歧”，是把权力向下放，把基层政权做实做大? 还是把权
力向上收，让政权以市政府为中心运转? 由于中央强调基层组织重建

的重要性，但可用干部少、培养积极分子不易，区街政府及其干部在处
理街面问题上花费精力多，进度与办法不尽相同，而接管城市的其他工

作( 例如职工工作、生产恢复与发展等) 显得很急迫。同时，一个城市
中各区街政府各出其令还影响了整个城市的政令一致，居民有事多找

区街政府，市政府显得脱离群众。刘少奇对此极不满意，1949 年 6 月
他严厉批评这是“政出多门”、“步调紊乱”。刘的批评给各大城市军管
会带来了很大压力，各城市纷纷检讨。天津、北平开始强调城市与乡村
不同，政权与基层建设应做出区分。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
通、传媒都便利，主要群众又是集中的工人阶级，所以“在城市中，街一
级的政权和群众组织根本就不应设立。区应设区公所，但也不应成为
政权的一级。一切工作应尽量集中于市一级来进行，否则就会把应该
由市政府( 或市工会等) 集中统一决定和进行的工作错误地加以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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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在工作中很混乱的现象”( 展示中心，2011，1: 18) 。北平市经周恩
来批示“原则同意”，华北局批准后，取消了街政权，设区公所，向市政
府负责，并办理一部分民政事务，区公所是市政府的派出机构而不再是

一级政权，同时改造和加强派出所，其中，“进行社会调查，反映社会情
况”等也列入派出所具体工作 ( 展示中心，2011，1: 18 ) 。东北一些城
市，例如安东、吉林两市的做法、提法更为激烈，且产生了全国性影响。
1950 年 1 月 22 日，新华社转发了《东北日报》社论《坚决改变城市政权
的旧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1 月 23 日《人民日报》也报道了两市的
做法与经验，基本模式就是把城市工作权力收归市政府一级，撤销区街

政府，改设区公所，同时加强公安一条线在基层的工作权限。新华社、
《人民日报》的报道表达的是中央高层对平津、安东、吉林调整方案的
首肯态度，要求各城市在群众工作方面把重点转向抓人民代表会议，组

织和建设单位的信息也极为明确和强烈。所以，调整并不限于东北，而
是全国性的。全国已接管的城市基本上都参照刘少奇的批评意见和平
津做法，取消了街道一级政权。
上述调整的主要成效是解决大批干部沉到区街后不利于改进城市

人民代表会议、不利于把群众按生产单位和职业组织起来的问题。市
政府工作、城市人民代表会议，以及按行业职业组织群众( 群团工作、
单位工作) 从此开始得到加倍重视和推进。一些坚持要抓基层组织、
管理好居民的意见，则被新华社、《人民日报》定性和批评为农村工作
思维、图工作方便、怕失去“腿”。《人民日报》断言“大城市可以保留区
人民政府;小城市主要经过市人民代表会议和各行业人民团体直接联

系群众”( 展示中心，2011，1: 25 － 27 ) 。不过，从 1950 年以后的情况
看，这个调整的后续影响比较复杂。被《人民日报》痛批的怕政府在基
层没腿、工作没抓手的担心恰恰是实际情况，政府对居民区的左右力减
弱的现象随之发生，而且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可以通过人民代表会议、行
业或单位组织替代解决( 展示中心，2011，1: 27) 。因此，政府在基层组
织重建工作上把政府干部迈进居民区的这条腿收回来后，如果还想保

持对居民区的左右力、贯彻力，势必要找到新的腿。

(三)再次布局:把区公所、居民小组结构调整为街居结构
1．居委会、街公所制度的出现
在我国南方地区有一些城市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在取消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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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设区公所的过程中，组建居民组织的工作反而受到重视，希望以此弥

补政府工作重心上移后基层工作干部少、事务多的状况。杭州市从
1949 年 10 月至 1950 年 3 月，基本完成了全市居委会和居民小组的组
建工作。上海同期建立了各种里弄居民组织，如里弄福利会、冬防队
等。1950 年 10 月志愿军入朝参战后，北京一些城区纷纷组建居民抗
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宣传队，对此《人民日报》在 1951 年 7 月予以推
介。其他一些城市也将全面建立居委会作为基层政权建设的相关工
作。1950 年 10 月 27 日，《福州市市区居民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获得
省人民政府批准。这个条例是除杭州市之外比较早、比较明确规定居
委会性质、职能、结构、与政府( 区公所) 关系的地方性条例。它申明设
立居委会是“为适应市民要求，协助政府举办市民福利事业，密切政府
与市民间的联系起见”;规定居委会“受市人民政府及区公所领导”并
协助政府办理六类事项，即号召并组织市民参加生产，兴办改善卫生设

施，举办合作社事业，办理社会救济及其他社会福利事业，向市民传达

区公所指定事项，向区公所反映市民意见与要求;规定了居民区规模与

居委会、居民小组选任办法等( 展示中心，2011，1: 31 － 32) 。条例除了
没有说明居委会人员的工作酬劳与经费来源之外，与后来陆续推出的

居委会组织办法基本处在同一框架中，既可以被视为地方补正区公所

改革后居民区工作的典型办法，又可以被看作政府收回“一条腿”之
后，要在居民区把群众组织起来并贯彻政府意图的确需要居委会这类

“新腿”。在杭州、福州之后，其他城市也开始实行区 /街公所加居委会
的新模式，并且逐渐得到中央认可。1952 年中央政务院颁布了《城市
街公所组织暂行办法 ( 草案) 》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暂行办法 ( 草
案) 》。华东军政委员会则具体提出要在 10 万人以上城市建立居委
会，上海市发布了《上海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暂行办法( 草案) 》。至此，
在居民区和基层群众工作方面初步出现了明确的街公所( 有的也称第

X办事处，例如上海) 加居委会的制度。
2．街居制的新问题:居委会经费与居委会人员酬劳问题
从政务院到地方，有关街居组织的新条例具有基本共同点:明确规

定居委会不是基层政权，是群众性或群众自治性组织，帮政府做事，替

居民服务，所以经费由政府适当补贴，其他部分按自觉自愿原则向居民

募集，收支概况定期报告人民政府并向居民公布( 展示中心，2011，1:
52) 。1953 年 11 月 8 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关于城市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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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问题的意见( 草案) 》专门明确提出补助标准( 展示中心，2011，1:
68 － 69) 。11 月 22 日，《中央政法党组干事会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组
织、居民委员会组织和经费问题的报告》向主席和中央政府提交情况
调查与建议，同时附送了修改后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通则( 修正草
案) 》、《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通则》、《内务部党组关于解决居民委员会
经费问题的意见》，请求审查批准后报请国务院通过并公布执行( 展示
中心，2011，1: 69 － 73 ) 。此后，内务部、财政部、各地政府都密集制定
方案，颁发通知提出具体补助标准( 展示中心，2011，1: 68) 。基本办法
仍然是规定政府按一定标准拨发一定数量的居委会干部酬劳和居委会

工作经费( 例如，大部分城市按每千人口每月补助居委会 5 万元公杂
费，12 万 － 15 万元生活补助费用以补助工作繁重而生活困难的主要工
作人员;西部几个物价高的城市补助标准相应提高) ，其他事项费用向

居民自愿募集、禁止摊派，经费使用须接受政府与居民监督。
3．解决最后一个问题:谁来当居委会干部?
从替换保甲人员开始，各城市除一度提倡广泛代表性之外，大都强

调要从工人阶级尤其是产业工人中物色居民小组和居民委员会干部。
大致从改区政府为区公所、政府工作重心上移开始，由于强调推进行业
组织、单位组织建设，并以单位制度管理单位人员，原先担任居民组织
工作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不再参加居委会组织的活动，所以，居委会

干部来源变成了一个从政治上、数量上、素质上都需要综合考虑解决的
新问题。1952 年 12 月，内务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由华北行政委员
会、中央政治法律委员会、中央公安部组成调查组，分赴上海、天津、北
京、沈阳、武汉等地，协调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就城市街道居民的组织形
式、工作任务、各地存在的问题等进行调查，提出解决意见，为中央统一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提供参考。1953 年 1 月，上海等地的调查报告纷
纷建议主要由干部、职工家属( 主要是妇女) 充任居委会干部( 展示中
心，2011，1: 53 － 58 ) 。建议报告为中央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决策依据。
1953 年 3 月 4 日，《谢觉哉就城市居民委员会有关问题给政法委员会
的报告》直接大篇幅引用上海数据材料，并向政法委提出与上海一致
的意见。报告还说明已经根据这次调查起草了《城市居民委会员的组
织办法》及《城市街公所组织办法》，基本内容事先已取得各调查市负
责干部的原则同意，一并提交政法委审核批准 ( 展示中心，2011，1:
60 －64) 。从此之后，由家庭妇女尤其是职工家属为主担任居委会、居

941

论 文 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型构



民小组干部成为长期定规。
上述街居关系、居委会经费、居委会干部来源三大问题解决之后，

实行街居制的最大问题基本解决。但是，各地城市在政府的街道机构
设置上的不同办法与五花八门的叫法，诸如街政府、街公所、街办事处
等，很不统一。为此，彭真于 1953 年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递交《城市应
建立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报告，提出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
组织，不是政权组织，也不是政权组织在下面的腿”，城市街道不属于
一级政权，而是“市或区政府的派出机关”( 彭真，1991a /1953 ) 。这个
建议中关于居委会不是政权组织在下面的“腿”的看法显得较为理想
化，在实践中则完全难以避免，但是办事处、居委会的这个划分本身是
简洁明了的。彭真的建议被中央采纳后，各地政府在街道办事机构设
置不统一的问题应声而解。至 1954 年 12 月 3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城市居
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虽然全国的街居设置工作实际上于 1956 年才基
本结束，但是这两个条例的通过和颁布本身表明，街居制的完整模式在

1954 年年底已经正式获得国家法律形态。
4．其他重要变化:居民区归约为居委会一家管理
在街居制逐渐明确、逐步推进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伴生现

象，即过去进入居民区活动的其他社团逐渐消失，或逐渐退出居民区，

日渐形成的城市基层社会归约到居委会一家组织管理。以杭州为例，
1949 年下半年在废保建居过程中，居民区除了保甲还有其他组织。除
了上、中、下三个城中区外，其他区还有农协会、苦力会、店员会、工人
会、摊贩会等“群众团体”( 展示中心，2011，2: 45 ) 及各种生产组织，选
居委会时须征求这些团体的意见。此外还有各种“旧社团”，这些社团
需要重新登记，在活动范围方面要遵照政府的要求。1949 年 12 月《杭
州市民政局半年来工作总结报告》提到在社会科学工作中“管理宗教、
慈善、同乡会馆等社团———确定工作方针与斗争策略，自 11 月起办理
登记，截至 12 月止，已登记者包括宗教团体 34 个( 佛教、道教部按一个
统计) 、慈善机构 27 个、同乡会馆 37 个，未登记者以同乡会为多，有 20
余个，筹备组织同乡会联合整理委员会、社会福利事业联合会、祠庙管
理委员会及各种宗教协会”( 展示中心，2011，2: 69) 。1950 年《杭州市
一年来民政局工作初步总结》则说: “通过调查登记，做到基本上了解
旧社团的一般情况，并使其接受领导，结合社救事业，发挥了一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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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旧社团主要为福救、宗教、同乡会馆等团体，已登记福救团体五
十二个，同乡会馆四十四个，宗教教会八个，教堂六百九十一座，教徒八

千九百零二人”( 展示中心，2011，2: 98 ) 。1950 年以后，这些文件中提
及的群众团体主要汇入政府对单位组织、行业组织的管理渠道，而宗教
慈善团体等“旧社团”的活动接受政府的管理并淡出了居民区。全国
其他接管后的城市都开展了类似的工作。1950 年 1 月 22 日，新华社、
《人民日报》转载《东北日报》1 月 7 日社论，解释这是出于政权工作更
好联系人民群众的意图:“这样就将城市的人民群众，按其不同的生产
与生活的需要分别组织起来了，市与区的机关，就通过这些组织联系群

众。而过去通过街的一揽子的组织是无法直接联系这样多方面的群众
的”( 展示中心，2011，1: 28 ) 。此后，行业人员归行业、单位人员归单
位，居委会独家管理无单位的居民，基本上两不交叉，即基层社会由基

层政权领导、指导、掌握下的居委会独家管理。
综观居委会制度从尝试到定型的过程，可以发现国家在建设居委

会、基层社会上是有明确的意图和期望的。( 1) 从开始就明确国民党
的基层组织不能继续使用，但是基层组织必需管理城市人口，即采取基

层组织建设把居民区作为基层社会管理，是国家一开始就确定并且一

直坚持的主张。( 2) 综合考虑战争期间和战后尽快恢复和发展城市生
产更重要，居民区在基本清除了敌特分子之后没有重大治安问题，公安

部门有力量围护日常治安，其他行业与职业组织可更高效管理机关企

事业单位人员，政府直接管理居民区日常事务的成本太高等因素，政府

认为干部不能把全部或主要精力放在基层社会组织管理之上，更不适

合把自己的一条腿直接伸到居民区层级。( 3) 政府意图要贯彻到居民
仍然是重要的工作，因此，尽管一般意义上可以申明居民组织不应该是

政府在基层工作的腿，但是实际上需要迈出另一条由居民自己组成、并
听从政府领导、指导、管理和协助政府的腿，这就是居委会。( 4 ) 居委
会在法律上表述为居民群众自治组织，但至少在功能、工作和经费支持
上应该不完全是自治组织;政府对居委会要管、教、放结合，居委会对居
民也需管、教、服务结合。( 5) 以群众积极分子任职居委会; 居委会干
部不是政府干部，但需要给予补贴;居委会不是一级政权，但是需要给

予办公经费支持。( 6 ) 除了基层政权领导、指导、掌握下的居委会组
织，基层社会中不宜再有其他社会团体。( 7) 基层政权加居委会管理
基层社会并非是社会管理的唯一常规模式，它须配合群团组织制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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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制度，等等。
在制度特征上，街居制作为替代改造保甲制、建设基层政权与基层

群众民主自治的结果，一方面强调需要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但坚决不

要保甲的壳和其中的人;另一方面强调需要群众民主自治，但也不采取

常规形式。所以，这项制度包含的是双间接机制，即基层群众通过居委
会间接民主，国家通过居委会间接统合基层社会。它在客观上把清末
以来政府主导设置和建设基层组织、新民主主义理论赞成的民众民主
自治、历史上更早的郡县制中的县以下“以役代职”这三种不同的逻辑
和因素揉于一体。国家期待通过从群众中民选而来的积极分子领导群
众;群众通过成为积极分子或围绕着积极分子来参与社区民主;而整个

半统合半自治的基层社会格局一方面用于应对居民群众自己的大量日

常问题，另一方面用于生成支持政府的力量，并处在政府的领导、掌握
之下。从实践结果看，实施街居制的直接成果是通过体制化的群众积
极分子中间机构实现了对居民区最大限度地组织和统合，居民区迅速

成为在基层政权之下用居委会、居民小组单一方式组织管理的基层
社会。

三、国家统合机制与社会配合机制

街居制包含了一套国家机制。如果把机制视为一套自然生成或人
工设置的装置合乎原理地依次发生作用的系统，那么，街居制中的基本

国家机制大体可以描述为:国家运用领土的中央控制权力，按照低成本

高效率地统合与指挥日常社会的设计方向，设置基层政权与积极分子

衔接装置，通过后者的有限代理和传导而实现对居民区的调控。
国家机制采取了中间传导装置，而且其一半传导装置来自非政府、

非政权性质的居委会，这意味着国家意图在传导中会有所减弱，还很可

能意味着不能直达所有人和所有活动。所以，基层社会格局仅仅依赖
政府一头努力以及简单制定一个街居制度，并不见得能够迅速顺利形

成，即使形成也未见得能几十年不变，一定有其他的因素和机制在基层

社会形成与运行过程中共同发生作用。本文在一般意义上把来自社会
方面的作用机制暂且称为社会或社区配合机制，即当国家趋近、梳理、
统合社会时，社会中会出现积极接近国家权力的群体，通过争取和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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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紧密关系而取得和保持自己在社会竞争方面的优势地位。通常国
家统配社会资源的能力越强，社会配合群体就会越活跃。从这个角度
看，在历史上出现的乡绅充任中间代理人处理县以下各种事务，可算作

古代现象。清末以后实行保甲制下的保甲人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类
人员。在 1949 － 1954 年建立和实行街居制的过程中，群众积极分子也
起到了类似作用，区别在于其性质上是劳动群众服务于革命政权，而不

是旧式精英贴近政权。群众积极分子涌现并发生作用，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观察。

(一)国家给出机会

社会配合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是国家给出机会。在 1949 － 1954
年以街居制形塑基层社会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一大批居委会工作

积极分子，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有迫切需求而且给予了明确机会。
首先是因为从政治上考虑，新旧政权性质不同，在接管旧政权时除

了留用业务、技术人员，基本上从上到下都需要更换干部特别是重要干
部和政治干部，然而干部却根本不够用。从 1948 年下半年开始，战争
胜利之快超出预期，接管城市的干部准备工作非常仓促，越向南方这一

问题越突出。例如，第三野战军 1948 年 9 月攻下关内第一个省会城市
济南时，还可提前两个月准备 8000 名接管城市的干部。而 1949 年 5
月 4 日三野大军进入人口达 50 余万人的杭州市后，派入地方系统工作
的“南下干部”仅 400 人，素养暂且不论，数量也属捉襟见肘。5 月 7 日
成立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在杭州市军管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比较了接

收济南时的情况，感叹敌人比我们跑得更快，“我们这次进杭州是太快
了……工作上感到措手不及”( 展示中心，2011，2: 8) 。所以，新政权接
管城市除了留用改造旧机关人员外，迫切需要新的群众积极分子配合

参与城市生产、生活的恢复。但是，解放初各城市群众的情况远比预想
的复杂，新政权无法直接依靠群众建立各级民主政权和民主自治组织，

还是得通过派干部去组织群众参与肃清敌特、维护治安、废除保甲等活
动，并希望通过为积极分子涌现提供氛围和机会，从中去发现、激励和
培养积极分子。
其次，新政权迫切需要群众积极分子不仅是出于缺少干部的政治

考虑，而且因为新政府缺钱，无法为干部队伍急速扩张提供相应的财政

支持。以北京为例，1949 年 3 月，市政府提出了一个关于基层政权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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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确定与待遇方案:新提拔任用的街乡政权工作人员和委派的街乡

干部，每月待遇均暂以不超过二百斤小米为原则，其办公费应按所管户

数的多少计算，但每月不得超过二百斤小米。各街、乡、镇之办公费及
人员待遇米，在市未统筹以前暂由区负责，由各街、乡、镇负担，统一掌
握( 展示中心，2011，1: 9) 。到 1949 年 5 月，北京城区计划建立的 187
个街已完成 66 个街，完成 36% ; 郊区计划建立 270 个街乡，完成 220
个，完成 82%。各区报告中称 5 月 15 日前将全部完成 ( 展示中心，
2011，1: 14) 。如果按 3 月文件规定每街配备 8 人计，可知北京 457 个
街乡政府单位至少需配置脱产干部 3656 人，仅干部“待遇小米”每月
就需 70 多万斤。干部供给加上基层政权办公所需经费，给新政府从中
央到地方都造成了极大的财政压力。市政府之所以明文规定街乡镇下
设的闾、居民小组所有人员都“不脱离生产”，即不按专职干部供给小
米、配置办公经费等，都与财政供给紧张有关。北京的情况很有代表
性。各地普遍缺干部，但在供给保障能力上却不支持直接、迅速扩大干
部队伍规模，更不允许在基层政权以下给其他基层组织大量补助，这就

不得不更多地动员和依靠财政成本较小的群众积极分子来参与、支援
国家建设和政权建设。居民区里日常事务多，就宣传鼓励居民事居民
办，通过居民群众积极分子领导居民群众办，这不仅仅是出于政治策略

考虑，而且也是受财政能力限制而不得不为之举。

(二)居民积极分子积极性看涨

从社会方面看，居民区为什么会出现新积极分子?

首先，有基础。一般是因为旧社会中一直存在着底层积怨，保甲长
负责要粮、要丁、摊派，有的保甲长又仗势欺负普通居民。有些居民积
怨多年，趁新政府开展废除保甲制的宣传、动员会议的合法机会，诉苦
诉怨，既响应了政府号召，又释放了愤激。很多居民直接针对人进行清
算，甚至出现“吊打恐怖”，以至于“引起全体伪保甲人员的普遍恐惶”。
所以，沈阳、北京市政府都明确提出不要打人，政府的主张是斗争可以
作为居民诉苦、表达革命情感的起点，但是要教育他们提高觉悟，把注
意力集中到反对旧制度上 ( 展示中心，2011，1: 9 ) 。在编排居民小组
时，曾出现“无标准的提出挤坏人等不恰当的口号”( 展示中心，2011，
1: 6，1: 20 － 21) ，被挤出来的大多数都不是政治上的坏人，而是与居民
关系紧张的人，或者居民看不起的人，如娼妓等。所以，沈阳市委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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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不得挤坏人，不要针对私人、个人搞打击，斗争矛头要指向保甲制
度，斗恶霸则事先要经过区委讨论、市委批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紧张;
要一律禁止打人;对保长、甲长要有区别，应当着重斗最坏的保长，而不
应过多的斗争甲长，等等( 展示中心，2011，1: 7) 。北京、沈阳两地政府
郑重做出上述规定，说明居民群众在做积极分子过程中释放对旧社会

日常生活、对往日直接压迫者的怨气大致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不仅仅是
北京、沈阳独有的现象( 展示中心，2011，2: 52，2: 55 － 56) 。
其次，有更好的待遇、地位和机会。在废除保甲制度过程中，群众

普遍将信将疑，有所顾虑，积极分子面对政府说新制度好处时还有些言

不由衷，但是随着居委会、居委小组等普遍建立并开展活动以后，群众
积极分子还真是获得和感受到了做积极分子参与新制度、新居民区建
设带来的各种好处。由积极分子而成为居委会干部，其社会、政治地位
同步得到提升。1949 年 12 月 10 日，杭州市上城区分所《取消保甲制
建立居民委员会工作总结( 五) 》中列举了一些“群众反映”和工作经验
教训时说，群众的主要特征是一开始还需要动员参与选举( 展示中心，

2011，2: 60 － 61 ) ，一旦进入居民委员会选举环节以后，选上的受到羡
慕;原来的穷苦居民更容易受到激发;而小商人则一般比较计较花时间

在居委会去做统计户数，组织居民合作社生产、消防、卫生、防匪、防特、
救济等事不合算，不太情愿( 展示中心，2011，2: 62 ) 。总体上，居民群
众努力成为积极分子的热情是呈上升趋势的。1949 年杭州市新政府
开始工作后的大半年时间，以恢复秩序和稳定城市生产生活为第一考

虑，对社会“各界”的政策包容度较高，阶级政策和缓，不独强调劳资两
利，工商资本权益较受尊重，而且地主阶层也未成为斗争对象，处在人

民之列( 展示中心，2011，2: 41) 。因此，这一时期一般群众的社会地位
提升感还不够明显。随着 1950 年 1 月 24 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开始
在新解放区实行土改运动的准备工作，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阶级斗

争从斗保甲向其他层面传递。杭州市以往的有钱人尤其是地主的地位
感显著下降，而群众积极分子的社会、政治地位上升感变得越来越明
显，进入居委会的人更加受一般居民羡慕，愿意做积极分子的人变得越

来越多。所以，当政府要求加强机关企事业单位建设，干部、职工在单
位参加活动而不参加居民区活动、居委会干部主要从职工家属中选择
时，居民区里妇女参与来源甚广，整个转换工作毫不困难。
尽管政府财政弱小，无力大规模扩张干部队伍，但是对积极加入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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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组织、民为居委会干部的群众积极分子，还是尽可能提供了一些补
助。居委会自己还在里弄组织开展生产的任务和机会，具有一定的资
源调配权力。政府也认为在里弄内组织生产很有必要 ( 展示中心，
2011，2: 145) 。1951 年 2 月 20 日，华东局召开华东民政会议，“城市
组”对城市居民区人员及其生产要求做出反映和判断:“1. 居民是哪些
人? ①贫苦劳动人民———无固定职业，临时出卖劳动力做苦力。②半
商业性的———临时做摊贩、卖开水等。③失业过久的人员———工人、知
识分子。④家眷———职业在本市。⑤殷实富户———业主地主，歇业资
本家。⑥退残农员。⑦游民散兵。根据这些成分，第四种人可培养为
骨干。2. 组织起来干什么? 他们大约是要求解决职业、救济、市政
□□等问题，组织后可以解决这些切身问题。此外对坏分子要管理教
育，对殷实富户要贯彻税负劝募等任务”( 展示中心，2011，2: 145) 。所
以，由居委会来组织居民区的一些生产、救济工作，是政府和居民的共
同愿望。华东地区基本上是在废保甲、建立居委会过程的一开始就开
展这项工作。在全国其他城市，居委会组织里弄居民办生产合作社、小
作坊、小工厂的情况也很普遍。虽然在目前已收集的档案材料中未见
居委会如何具体在里弄生产中进行资源调配、分配的细节，但大致可以
推想组织者和分配者的社会地位总是高于一般居民群众，大致可以推

断出居委会的生产组织调配力提升过程也是居民群众做积极分子的热

情同步提升的过程。

(三)哪些人可以成为积极分子?

各市在建立居委会组织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比较注重积极分子的

条件、资格审核。以杭州为例，1949 年 11 月 21 日，在《艮山区分局对
组织“人民居民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中就明确提出，要了解积极分子
“他的成份( 分) 出身，社会关系，表现态度”( 展示中心，2011，2: 45 ) 。
1949 年 12 月 12 日，《杭州市上城区公所取消保甲制度建立居民委员
会半年工作总结》中提出，“委员和组长的条件: 委员会必须以工人阶
级领导有各阶层参加，委员和组长在地区上也分布普遍，此外本人尚须

具备下列几个条件:①政治条件:认识清楚，没有反动行为，重视劳动人
民;②出身成分:以工人阶级为主，并须有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知识分
子、开明士绅参加;③群众印象:认为积极热心，公正，没有贪污行为，没
有做过对不起群众事情”( 展示中心，2011，2: 64) 。按照以上标准，杭

651

社会学研究 2018． 5



州市的第一批居委会干部、居民小组长中，自然就以工人为主( 展示中
心，2011，2: 76 － 78 ) 。不过，这里需要留意两个问题: 其一，1953 年 1
月以后，各地根据内务部组织调查并向中央提出建议以后，居民区干部

转向以职工尤其是先进职工的家属为主担任，政治标准则同此前并无

二致;其二，如下文将要讨论的，随着在实际工作中居委会向“腿”的方
向转变，居民区的群众积极分子开始出现由积极分子向半职业型中间

人转变的趋势。

四、基层社会中的社区自我维持机制

在城市基层社会，由群众积极分子组成的居委会除帮助居民区肃

清敌特，还帮助政府管理很多具体事务，其中很多事务属于协助政府管

理基层社会。虽然各城市由于财政供给紧张，一般强调居民组织不是
一级政权、人员不脱产，如果确需脱产或补贴的则要报市政府统一审核
批准，但是下达给居民组织要做的事却很多很细，以至于有些城市甚至

考虑过给居委会干部采取薪金制 ( 展示中心，2011，2: 32 ) 。这种情况
一直延续到全国人大 1954 年推出街居组织的法规后也未能改变，而且
实际上归到居委会处理的事务也越来越多。1952 年《上海市江宁区崇
安里居民委员会工作任务》曾列举过居委会的日常工作清单，有 40 多
项，内容包括组织漫画大字报、里弄调解等 ( 展示中心，2011，1: 41 －
43) 。到 1961 年 3 月，由上海里弄出据的证明就包括了财贸方面 30
项、文教卫生 9 项、政法 6 项、交通公用事业 14 项、其他方面 3 项，共计
62 大项，内容细到了管理居民婚丧“申请小菜”、婴儿缺奶申请奶糕奶
粉、买饭碗买洋钉的程度( 展示中心，2011，1: 165 － 166 ) 。就此说明，
居委会对基层社会生产生活的管理是全方位的。
然而，居民区生活作为社区生活的内容远不止上述这些事项。尽

管居委会要管的事甚多甚细，但是，居民区生活、生产面毕竟太大、太多
样，居委会是管不过来的。因此，如果要问得到社会配合而形成的基层
社会是否由街居制和居委会实现了全控制，居委会是否管住了居民区

所有事、所有人的所有活动和行为，答案显然不是。就一般机理而言，
这主要是因为社区具有特殊性，它居于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层面，有共同

体属性，并不适合进行过于严密的组织管理。而政府固然愿意尽量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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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清楚社会情况，能管的都直接管，但是管得越多越细，相应需要支付

的成本也越高，直到无法承受。配合国家的居民积极分子固然能够赢
得更高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但是他们也不愿意或无能力以尽义务
的方式做一切事。因此，剩下的居民区内的事务和关系仍然只能由居
民按社会、社区的惯习自行处理。这些在社区生活中出现的具体事务、
关系具备日常生活的经常性，会反复出现，属于社会生活中规模大、分
布广、高管理成本、低政治价值、反复生成的事务，通常会令政府衡量后
不予干预或不经常干预，通过居民积极分子中介代理也不能完全有效

干预。对于这种社区通过反复生成、规模大、分布广、高管理成本、低政
治价值的领域、事务、关系和行为，促使政府不直接进入而听由社区按
习惯方式去处理的状况，本文将其视为社区的自我维持机制。
在基层社会型构时期，社区自我维持机制是通过积极和消极两种

方式呈现出来的。积极形态是指在居民区内只要是国家、居委会不处
理的事，居民会自行按熟人规则、社区习惯来处理，使得社区生活在居
民区、在基层社会中得以延续。在这个过程中，居民区仍然发挥社区的
基础功能，即社区居民间的交往、互助功能，以及在交往、互助过程中执
行对社区成员的社会化功能。而消极形态则是通过居委会干部的半职
业中间人化方式呈现出来的。所谓半职业中间人，首先是指居委会机
构中的干部群体是半职业性的; 其次是指它处在国家干部与居民群众

之间、官与民之间，具有某种非官非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同时还
是指由此塑造出的、特定的角色期待，以及角色担当者的特定的、模式
化的心理取向与行动选择。一般而言，中间人在关系结构上处于一种
有弹性的中间地位，需要依据交往交换的另外两方的地位和力量的变

化，调整自已以保障实现双方交换的同时也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 毛丹、陈佳俊，2017 ) 。在 1949 － 1954 年基层社会型构时期，可能是
因为政府方面给予的任务多而重，给予的福利待遇总体上较低，居委会

积极分子一方面听从政府指令，但是一般也不会整天围着政府转;另一

方面作为居民选出来的干部需要考虑居民的需要，但是一般也不认为

自己可以像政府干部那样管理群众。所以，如果说后来居委会干部中
间人化的突出表现为不是干部而像干部，是群众又不像群众，即主要不

像群众，那么这个特征还是在 1954 年后逐渐显现的。在 1949 － 1954
年情况有所不同，主要特征是居委会积极分子既不像干部，也不像群

众，即主要不像干部，在基层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不强势，因而居民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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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处理生产生活和交往的自由度也就更大一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1) 积极分子不够积极。在建立街居制和基层社会的过程中，政

府频繁召开各种会议，占用工作时间多，群众积极分子又没有工作补贴

或补贴抵不上工作收入损失，所以，不仅前文所述的一些小商小贩不愿

多参加居民区活动，一些积极分子包括居委会干部也变得积极性不高，

工作热情下降。北京市很早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 展示中心，2011，1:
15) 。杭州市在 1949 年 11 月也要求“注重打破群众的几个顾虑: ①做
事情影响生活;②开会多麻烦;③不识字，工作无力胜任;④没有声望，
人家不理睬;⑤怕将来抽丁”( 展示中心，2011，2: 51 － 52) 。可见，群众
和群众积极分子都怕开会影响生活，这不是个别城市的现象。面对这
个情况，有不少城市曾经认为工人出身的居民觉悟更高，一度主张主要

从工人中物色居委会干部。但是，工人和其他职员的工余时间更少，反
而没有太多热情担任居民小组干部。直到 1953 年初以后比较明确给
予居委会补贴，并且开始以职工家属、家庭妇女为主担任居委会干部，
这个问题才得到缓解。但是，这时又遇到了下面的问题。
( 2) 积极分子文化低，工作能力和影响力有限。1951 年 1 月 7 日，

《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市第七区组织居民宣传队的经验》，提醒说要对
有关人员及时加强教育: “宣传队员的工作情绪一般都很高，但对时
事、政策所知很少，文化水平也较低( 文盲半文盲占 28% ; 粗通文字和
小学程度的占 63% ;文化程度较高的只占 9% ) ，因此必须组织他们进
行学习”( 展示中心，2011，1: 33 － 34) 。
( 3) 积极分子不一定是真的。1949 年 12 月 1 日，在“杭州市第四

次各区局长联席会议”上中城区区长汇报说:“积极分子必须要在运动
中去发现培养，通过合作运动组织居委会，不通过运动的积极分子不一

定是真的，靠不住的”( 展示中心，2011，2: 56) 。
居委会积极分子中的这些问题，多少影响了居委会对居民群众日

常生活的干预力。当然，居委会不能更强势地发挥作用还有一些客观
限制，这些限制问题更不是居委会干部和其他群众积极分子能够轻易

解决的。
首先，原来保甲制下保的规模不小，有些合二、三保为一个居委会

管理的居民区更大，人不熟，居委会选举变得很困难，直接进行细密管

控性工作变得更困难，只能通过居民小组去开展工作，工作下放到居民

小组则无法避免放松要求、降低标准。以 1949 年 10 月杭州上城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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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居委会为例，区公所曾报告说: “这个居民委员会的区域打破了旧
保甲的界限，依照街道自然的形态划定，共有居民二千余户，选出了九

个居民委员，其中有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知识分子、公务员、工厂经
理，包括了各阶层的分子，因此，它的基础是很广大的。居民委员会之
下分划四十个小组，每组约有居民五十户左右。”区公所承认:“最大的
困难有两点:①居民多互不认识，选举困难。城市中的居民，职业上的
关系多，而邻居之间很少往来。所以虽近在咫尺，也不知道你的名字职
业，重门深闺的人家自更不用说了。因此在小组座谈提对象的时候大
家都有些困难。②还有些居民对于居民委员会的认识不够，或者工作
忙怕麻烦，因此对应选居民委员或小组长尚有若干顾虑。居民是散漫
的，他们有不同职业，不同的成分，多样的性格”( 展示中心，2011，2:
37 － 38) 。第一个居委会显得太大，后来不得不进行调整。全国城市
在试验过程中，对各个居委会下辖户数、人数都做了原则规定，一般在
五百户至一两千户居多，再后来又考虑到居委会成本、与街道和派出所
对接方便，因此并不按居民熟悉程度为标准设置居民区和居委会。总
的看来居民区偏大，在设置上照顾到基层组织标准多于照顾到社区交

往方便标准，居民太多，相互之间熟悉程度较低。面对一个个庞大的居
民区，居委会工作面临很多困难。
其次，居委会安排单位外人员生产就业的能力有限，摊贩和其他自

谋临时职业者就有大量存在的余地。1949 年 5 月，北京市相关部门总
结工作时曾说:“整理摊贩与交通管制，过去我们虽曾注意，也召集过
有关部门讨论，唯因缺乏有经验的干部，致这一工作拖延至今未加整

理，汽车肇祸日有所闻。三轮车、自行车的登记工作根本未办，摊贩满
街阻塞交通，亦无人管。造成上述严重现象的原因:第一，进城以后，对
上项业务究属何部专责，未有公布明文法规;第二，旧警察和路警的消

极怠工，或怕管理，抱着不得罪人的态度放弃管理;第三，从老解放区来

的同志，无管理大城市的经验;第四，市民利用局区间及各局间之罅隙，

自图私利，而不顾全大体”( 展示中心，2011，1: 16) 。由此可见，居委会
组织虽然把组织居民区生产、发展福利作为当然工作，但是在解决就业
方面的能力毕竟有限，不要说为自谋生路的临时就业人员提供其他就

业机会，他们就连自己的稳定就业都还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居委会
对上述人员的管束能力相对比较有限，这些人员听从、配合居委会工作
的程度也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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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居委会管了太多的事，不仅没空、没力量管理更多的事务，而
且因为居民间差异很大，居委会统一开展的活动都未必能得到居民应

有的好评。例如，1950 年春节杭州市中城区各居委会落实组织拥军优
属济困工作，结果发现工作对象的反映并不一致，“烈属中周惠华得到
人民银行的光荣匾额后，特别来信致谢，军属陈筱龙得到救济后，表示

要将情况告知前方子女，好好为人民立功，后方政府照顾得很好。另外
二家军属任宝荣、张刘氏未得到救济，由于调查时不够明确，该家属以
为一定救济，除夕晚 16 号来区后说服教育补给他，情绪上才渐渐地转
好。个别请求，失业救济，总计有十余家，其中有技术的女工好几家，对
政府不能有效办法表示不满”( 展示中心，2011，2: 87) 。上述情况的出
现有其偶发性，但是其必然性在于根本不存在让每家每户、每个居民都
同样满意的事以及处理这些事务的工作模式。
无论是从主观积极性还是客观条件看，居委会实际上管不到基层

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195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民政司编制
《做好城市居民工作》小册子，比较细致地介绍了各地的经验，比较现
实地规定了居委会可做的事项有哪些。这个文件并没有说“法无禁止
即可行”，居委会管理事项之外的事都归居民自由行事，但是它实际上
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多少承认了基层社会作为社区存在着某种形态、程
度的空地，而空地的运行规则不是国家法规、政策文件所能规定的。社
区空地说到底就是日常生活的日常性特征( 管理高成本、低政治意义、
重复性发生等) ，决定了日常生活可以被政治力量严重影响但又不能

被政治所高度整合。由此，社区需要、社区习惯不能不得到默认，社区
关系处理在很多方面还是被习惯规则左右，虽然后来国家以文化风俗

革命加以约束、干预和改造，实际上仍然很难一直特别刚性地进行
约束。

五、结束语

综合来看，基层社会是由国家主导、社区配合、社区自我维持三种
机制共同作用而形成与维系的。在 1949 － 1954 年的启动阶段，三种机
制中第一种的作用最强，第二种显在，第三种弱隐，但是，缺少其中一种

就不成基层社会。按上述方式型构的基层社会迅速替代了国民党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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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层架构，在居民区中迅速驱除了国民党政权的残余影响，对城市生

活生产的恢复发挥了稳定和支撑作用。而其弱点显然是行政主导力过
强，居委会协助政府办事很多而开始产生半行政化色彩，居民区作为社

区的基础功能较弱，居民对社区生活的需要和兴趣与居委会的主要工

作有相当的距离，等等。后来 30 年的基层社会运行以及最近 30 年逐
渐建设新型社区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基本问题，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累

积起来的。受历史条件和惯性规定的影响，目前和今后的基层社会改
革建设中上述三种机制会继续发挥作用，但是由于基层社会中尤其需

要解决社区基础功能的发育和健全问题，运用第一种、第二种机制时显
然需要把促进和保持社区基础功能作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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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ly in the spotligh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his rapidly emerging field integrates
social theory and data mining，giving researchers many new tools to use and research
topics to explore． In the research process，social theories provide an overarching
framework to guide researchers' use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urveys． With these
aids researchers collect ground truth to test the results of data mining． In turn，these
results provide evidence for researchers to build new theories． Big data can also be used
to test new theories，which helps construct predictive models and infer new“facts”．
The three-way interplay of social theory，data mining and predictive models is the
background for this paper's examination of Chinese venture capital firms' industrial
network data．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Grassroots Society in PRC: Research on
Archives of Residential Committee from 1949 to 1954

Mao Dan 139…………………………………………………………

Abstract: The Basic-level Society is produced by the masses and their livelihood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local political power，constituting the special patterns of Chinese
society since 1949． It originated from 1949 to 1954．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archives
from 1949 to 1954，although Grassroots Society in urban areas started with state-
composed system of residential district and residential committee， there are three
mechanisms that work together: the mechanism by which the state approaches and
organizes the community，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y the community，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community's self-maintenance． The three kinds of mechanisms exist
together and basically stipulate the direction of urban Grassroots Society's operation，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ain propositions to be solved in the reform later．

Precarious Work and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Li Jun 164…………………………

Abstract: The world-wide growth of precarious work has created a new type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and calls for cross-society comparison study．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facilitate such a comparison，since the two societies operated in quite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institutions have experienced the same change of employment
relations． By analyzing two representative and comparable survey data，this research has
found similarity as well as discrepancy regarding to occurrence and segmentation of
precarious work in the two labor markets． In general，precarious work distributes in
more economic sectors in mainland China than it does in Hong Kong，while it engenders
less segmentation in the former in the labor market．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stitutional and practical differences in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of the two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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